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侠义复仇精神从史传到小说的嬗变
———以《史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为例

康清莲

摘要：《史记》乃“发愤之作”，《聊斋志异》也是一部公认的“孤愤之书”，仅以讴歌游侠复仇精神的作品而论，

他们的创作精神是一以贯之的。蒲松龄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为游侠张目、赞赏复仇的创作精神，同时又有
自身的特点。《史记》中的侠客虽以布衣身份行侠，但他们的名气和声望却不亚于达官显贵，产生的社会影
响极广，体现了《史记》作为正史宏大的叙事立场；而《聊斋志异》作为志怪小说，蒲松龄取材的渠道多为“野
叟曝言”，其笔下的侠客多是独行侠，往往依靠个人力量去扶弱济困，并且在行侠过程中体现了浓厚的因果
报应思想；从行为的主体来看，《聊斋志异》与《史记》中行侠仗义、除暴安良者都是男性不同，蒲松龄塑造了
不少光彩照人的女侠，她们用女性特有的方式完成仗义之举，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；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

中的复仇，或为知交，或为国家，而《聊斋志异》的复仇多是报私仇，复仇的方式也迥异于《史记》，虽然看起
来不够宏大，但他们反暴政、反强权、反邪恶的精神同样感天地、泣鬼神。

关键词：《史记》；《聊斋志异》；行侠；复仇

一

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其“太史公笔法”甚至成为后世撰写历史所依傍的一

个准则。而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“积腋为裘，妄续幽明之录；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”，①代表了中国

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。一个作为史传文学的里程碑，一个是描写鬼狐花妖之集大成者，把它们放在一

起来比较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。但蒲松龄认为自己的《聊斋志异》也是历史，只不过是不同于正史

的“异史”，这由《聊斋志异》篇末的“异史氏曰”可以得见。《聊斋志异》受《史记》的影响非常之大，单从

体例来说，它采用的也是纪传体式的书写方式，《史记》以人物为中心，《聊斋志异》传主的身份虽然有

些特别，大多数不是现实中的人物，而是虚拟的鬼狐花妖，但作者的终极目的却和《史记》一样，是为了

“传畸人畸物于千秋”。在写作方式上，蒲松龄有意学习司马迁对人物的撰写方式，先介绍传主的生平

履历，然后“以人系事”，选取典型事件来叙写典型“人物”，篇末也常常模仿《史记》的“太史公曰”来一

段“异史氏曰”加以点评、补充。蒲松龄对司马迁一直非 常 景 仰，他 们 的 创 作 精 神 是 一 以 贯 之 的，《史

记》乃“发愤之作”，作者想要“成一家之言”，《聊斋志异》也是一部公认的“孤愤之书”，是为了“有意作

文，非徒纪事”之作。仅以讴歌游侠复仇精神的作品而论，蒲松龄曾在《题吴木欣〈班马论〉》里说：“余

少时最喜读游侠传，午夜挑灯，恒以一斗酒佐读。”②《聊斋志异》中，《侠女》、《聂政》、《红玉》、《辛十四

娘》等篇章皆系描写侠士之作。蒲松龄同司马迁一样，皆是“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”，而选择著述立

言的方式，在作品中快意恩仇，一抒块垒，寄希望在万千的读者中，找到真正懂得自己的人——— “述往

事，思来者”。蒲松龄不仅喜欢读《游侠传》，而且在《聊斋志异》中付诸创作实践，因为侠文化不仅源远

流长，而且博大精深，千古文人心中皆有一个侠客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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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追根溯源，“侠”与先秦诸子中的墨家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，因为墨家代表的是广大中小阶层者的

利益，墨家追求的人生 目 标 就 是“必 务 求 兴 天 下 之 利，除 天 下 之 大 害”①，路 见 不 平 拔 刀 相 助，扶 危 济

困，即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，这些正好与侠客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。不过，如果我们将侠文化搁置

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这个大背景来看，它就不单单为墨家独家拥有，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

部分。因为地球上自有人类以来，就必须面对各 种 各 样 的 灾 难，当 人 类 自 身 无 力 解 决 这 些 灾 难 的 时

候，就幻想有英雄有神灵出世，为人类排忧解难，铲除世间种种不平。这种对英雄主义，对献身和复仇

精神的崇尚从最早的口传文学———神话故事中就可见一斑，如补天的女娲、射日的后羿、衔微木填东

海的精卫、怒触不周山的共工、追日的夸父、舞干戚的刑天……虽然，这些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无论长相

还是气质都具有非人类的特质，但他们却寄托了人类童年时期最美好的幻想，因为他们身上无不具有

普通人心向往之的侠义风范。
司马迁的《游侠列传》可谓开创了中国侠文学之先河。他笔下的游侠，以布衣身份行侠民间，舍生

忘死，不谋私利，不图回报，解人困厄，这种高尚的品性已经浸化在他们的血液中。蒲松龄继承和发扬

了司马迁为游侠张目的创作意图，同时又有个人的突破。蒲松龄生活的时代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、
满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、上层统治着与下层普通百姓间的矛盾都非常尖锐。在阶级压迫面前，蒲松

龄主张抗争，以暴易暴。与《史记》中侠客的巨大感召力不同，蒲松龄笔下的侠客多是独行侠，往往依

靠个人力量去扶弱济困，行侠针对的目标指向性非常明确；在行侠中还体现了因果报应的思想。《史

记》中仗义行侠的是男人，而《聊斋志异》却塑造了不少光彩照人的女侠形象，由于女性的身份，她们行

侠的方式与男性迥异，多数采用献身的方式来完成她们自己的使命，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，阳刚与

阴柔和谐地集于一身。

二

在《游侠列传》中，司马迁给游侠如此定义：“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
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盖亦有足多者焉。”②司马

迁所言的“不轨于正义”乃是从官方角度立论的，正因为人人都会遭遇困厄，当官方在主持正义缺席的

情况下，就需要有民间的力量来主持公道，于是侠便应运而生了。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，司马迁对这种

意图作了更明确的阐述：“救人于厄，振人不赡，仁者有乎；不既信，不倍言，义者有取焉。”③司马迁的

话代表了大多数人共同的心声，人类天生就渴慕英雄，就有对美好、崇高品质的本能向往。司马迁概

括了游侠身上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的诚信、“舍生取义，杀身成仁”的智勇以及“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”的谦

逊三种美好品德。
司马迁之所以对游侠情有独钟，与他的身世遭际密切相关。司马迁由于为李陵仗义执言，触怒汉

武帝，惨遭宫刑，在危难之时，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的手，世态的炎凉给司马迁最沉痛的打击。明人董

份说：“太史公自伤莫救，发愤本意至是尽显矣。”
蒲松龄从少年时代起，就特别喜欢读司马迁的游侠传，甚至半夜三更都一边喝酒一边读游侠传。

可以推想，蒲松龄读到精彩处，一定会击节而叹：“于我心有戚戚焉！”蒲松龄虽然出生的年代与司马迁

相去近１８００年的时间，但他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战乱未已、各种矛盾尖锐突出的时代。统治阶级内

部尔虞我诈，受痛苦最深的却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中下层地主阶级。蒲松龄对横行乡里的贪官污吏、土
豪恶霸深恶痛绝，对“官儿太昏，吏儿太劣”的官场看得十分透切。张元在《柳泉蒲先生墓表》中评价蒲

松龄：“孤介峭直，尤不能与时相俯仰。”在《成仙》中，蒲松龄借成生之口说：“强梁世界，原无皂白，况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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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！”①在残酷的阶级压迫面前，蒲松龄主张反抗，要以暴易暴，于是，一系列

除暴安良、解民于水火之中的侠客便横空出世了。如《王者》中的侠盗；《瑞云》中的侠仙；以死报恩的

田七郎；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的崔猛。《红玉》中的“一丈夫”，当他看到冯相如“有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”
而不思报仇时，就用言语刺激冯相如，“仆以君人也，今乃知不足齿之伧！”②当他听到冯生一席哀怨动

人的交心话后，表示自己不愿像公孙杵臼那样去做抚养遗孤之类的“妇人女子之事”，而是不留姓名，
不求报答，替冯生杀了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妇，为冯相如出了一口恶气。《辛十四娘》中的婢子，当

冯生无端遭到楚银台公子的陷害，身陷囹圄，受尽皮肉之苦，申告无门之时，她便挺身而出，装成流妓，
取媚于天子，得以告状，把沉冤昭雪。蒲松龄笔下的侠客与《游侠列传》中的郭解、朱家等不一样。郭

解他们虽以布衣身份行侠民间，不求闻达，但他们的名气和声望决不亚于达官显贵，并凭借自身的名

气和声望，吸引了一大批愿意为他们赴汤蹈火、效死不辞的“少年”。因此官府也对他们畏惧三分，必

欲铲除之而后快。而《聊斋志异》中的侠客多是独行侠，独来独往，往往依靠个人的力量去扶弱济困，
他们行侠多是针对具体的人、具体的事。

《聊斋志异》体现了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。在蒲松龄的心中，好人就该得到好报，坏人就该受到惩处。
《红玉》篇异史氏曰：“其子贤，其父德，故其报之也侠。非特人侠，狐亦侠也。”③而《游侠列传》中就没有这种

因果报应的思想，侠士们把行侠当作自己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统一体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
在人们的惯常思维中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应该是男人做的事，《史记》在该领域活跃的，就是一

群伟丈夫，而《聊斋志异》却塑造了一大批女侠客，蒲松龄把“安良”、“扶困”的美德集中在女性身上，这
不仅表明了他对女性的尊重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具有朴素的民主思想。在我国的侠义小

说中，尽管也有不少有光彩的女侠形象，但这些女侠的性别特征并不明显，她们具有的是男侠的一般

特征，如红线女夜行七百，帅府盗盒；聂隐娘脑藏匕首，药化人头等。而《聊斋》中的女侠多数是用自己

献身的方式来解救寒素阶层在婚恋、经济等方面的困厄，以此来完成她们的行侠仗义之举。如《侠女》
中的侠女，因为顾生“博于材艺，而家綦贫。又以母老，不忍离膝下，惟日为人书画，受贽以自给。行年

二十有五，伉俪犹虚”④，便为他私生一子，为顾生延续了一线香火之后便杳然而逝；狐女红玉在穷秀

才冯相如丧妻鳏居期间出现，充当妻子的角色。当受到冯父指责，觉得自己的存在有碍于冯生的声誉

和家庭关系时，便不顾冯生的一再挽留，主动抽身告退，并为冯生赠金择偶。后来冯生遭遇大难，身陷

囹圄，又为冯家抚养孤儿，保全了冯生的宗嗣。冯生出狱后，她又重新担任起妻子的角色，夙兴夜寐，
为冯家重振家业。《霍女》篇中的霍女，在数年之中未曾生育，便设计为黄生娶良家女为妻，生子兴业，
自己则托故抽身而去……。我们之所以将这些女子的行为看作侠义之举，就在于她们行为的出发点

和目的无不与侠的内在实质吻合。侠最本质的特征是“义”，大多数情况下，他们都担负起为下层百姓

解厄济困、铲除不平、伸张正义的责任。蒲松龄笔下的寒士多是由于社会不公才使得他们“英俊沉下

僚”，穷途末路，以致于连婚姻、香火问题都难以解决。在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封建社会，还有什么

比无力娶妻生子更让人觉得困厄不堪的呢？这些女侠，使寒士们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。侠的另一

个特征是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，像红玉这类狐女我们姑且搁置一边不论，侠女、霍女都是人间女子，封
建礼学家宣扬的是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她们牺牲的是比生命还宝贵的贞操，她们委身于这些男子，
一不为情所驱使，如侠女对顾生举止生硬，冷语冰人；二不求建立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，侠女曾对顾生

说：“枕席焉，提汲焉，非妇伊何也？业夫妇矣，何必复言嫁娶乎？”“相报不在床笫也。为君贫不能婚，
将为君延一线之续”⑤，这纯粹是一种侠义之举，一种壮烈的自我牺牲精神。霍女惩恶也是以性为手

段，她初奔“家富有而吝啬已甚”、“然佻达喜渔色”的朱大兴，使朱家败落。后奔富豪何氏，后来又以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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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的方式骗得富商子的千金之资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：“妾生平于吝者则破之，于邪者则诳之也。”①如

此“却富济贫”的行为都是以贞操为代价的。侠客形象还有一个突出的美德是“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”，
功成身退，施恩不图报。侠女、红玉、霍女等个个如此，一旦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便翩然而去。

司马迁、蒲松龄都盛赞了侠客们诚、信、义、谦这些人类最美好的品质，侠客们的侠义之举让人拍

手称快，他们不仅扬善，同时又通过一系列复仇行动让恶人胆寒。

三

司马迁不仅讴歌游侠，同时赞扬复仇。其实，行侠与复仇是一脉两枝，追求的都是快意恩仇。《史

记》中的大部分篇章都写成于司马迁受宫刑之后，在肉体和心灵遭受双重戕害的情况下，太史公用自

己手中的如椽大笔惩恶抒愤，极力为复仇者张目，这就使得《史记》中蕴含着一股冲天的复仇烈火。据

不完全统计，《史记》中的复仇故事或完整或片断有二十几处，韩兆琦先生曾就《史记》中的复仇做了一

个粗略的分类，有的是为国家复仇，如越王勾践、曹沫；有的是为家族复仇，如伍子胥带领吴军打回楚

国，鞭楚平王之尸；有的是为知己复仇，如“漆身为癞，吞炭为哑”的豫让；有的是为自己复仇，如改名换

姓的范雎。各种各样的复仇，使《史记》充满了浓墨重彩的悲壮色彩。这里仅截取《刺客列传》中的复

仇形象来阐述。
《刺客列传》一共塑造了五个刺客形象———曹沫、专诸、豫让、聂政、荆轲。司马迁在《刺客列传》篇

末对这几个刺客做了如是的评价：“自曹沫至荆轲五人，此其义或成或不成，然其立意较然，不欺其志，
名垂后世，岂妄也哉！”② 司马迁之所以给予他们如此高的评价，是因为他们都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，
而是为了知交，为了国难。如豫让、聂政、专 诸 为 报 知 遇 之 恩 而 不 惜 牺 牲 生 命，他 们 的 人 生 信 条 就 是

“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”。曹沫和荆轲是为国家复仇，他们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破釜

沉舟，铤而走险，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足以让千秋万代景仰。总之，他们的复仇已超越了宗

族和个人恩怨的范畴，顶天立地，感天动地。司马迁对复仇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，使我们充分认识到

了反暴力、反强权、反凌辱的意义，为后世复仇文学开启了良好的传统。
《聊斋》作为一部“孤愤之书”，塑造了一系列的复仇女神形象。这类女子复仇可分为三类：第一类

是智慧型复仇，《庚娘》、《商三官》堪称代表。《庚娘》全篇突出“智勇”二字，一开篇庚娘就对丈夫说，王
十八“彼屡顾我，目动而色变，中叵测也”。对一个陌生的人，庚娘察言观色，即知其为人，真是慧眼灵

心，见微知著。后庚娘一家被王十八推入水中，为了报仇，庚娘假意答应嫁给王十八，到王十八家后，
王“又欲犯之”，庚娘在此短兵相接之际，从容不迫，笑曰：“三十许男子，尚未经人道邪？市儿初合卺，
亦须一杯薄浆酒；汝家沃饶，当即不难。清醒相对，是何体段？”③仇恨越深，她越要装笑，笑之中，正深

藏着杀机。但明伦评：“古有谈笑却雄兵者，人皆以为奇。此则大仇大敌，近在咫尺，污在顷刻，危在须

臾，以柔脆当此，惟有一死，且虑不能洁而死耳，乃谈笑而从容出之，若行所无事。蜀昭烈帝谓赵子龙

一身都是胆，吾于庚娘亦云。”④与侠女以性行侠相反，蒲松龄在塑造这些复仇女子时，不愿意让她们

冰清玉洁之身受到一点玷污。不仅庚娘如此，商三官也是在即将被侵淫的时候，歹徒“忽脑如物击，口
血暴污，顷刻已死”；窦女被南三复骗奸而后被弃，表面看来她已不贞洁，但通过她死后的复仇，仍留给

读者一个圣女的形象。作者之所以这样写，就是不愿让复仇女神被沾污。
商三官可谓女中豪杰，她父亲被一豪强打死，她的两个兄弟想通过官府伸冤，商三官说：“人被杀

而不理，时事可知矣，天将为汝兄弟专生一阎罗包老耶？”⑤此言一针见血，在那个残暴黑暗的社会，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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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清］蒲松龄：《聊斋志异》，第３７３页。



下没有一个阎罗王惩杀恶霸，人间也没有一个 包 青 天 为 受 害 人 撑 腰，要 想 报 仇，只 有 靠 自 己 的 双 手。
为了复仇，商三官改名换姓，女扮男装，装成戏子，苦苦寻找机会，终于在仇人的生日宴会后杀死仇家，
然后自尽身亡。商三官的凛凛正气，让人肃然起敬，蒲松龄称她为“女豫让”，称赞她“然三官之人，即

萧萧易水，亦将羞而不流，况碌碌与世浮沉者耶！”①商三官虽是替父报仇，但她是建立在对封建黑暗

统治清醒认识的基础上，其行动便超出了为父报仇的范畴。
《聊斋》复仇的第二类形式是异术型复仇。这类复仇者除具有前一类女性所具备的智慧、勇气、苦

心孤诣、磊落品性之外，她们还具有一种超自然的魔力。《侠女》堪称代表，此篇正面写报恩，侧面写复

仇。侠女为报父仇含辛茹苦，三年时间“隐姓名，埋头项”，篇中虽未写她如何杀死仇人，但前面写她飞

刀杀淫狐时“灿若长虹”，有如此高超神奇的剑术，方能凭借手中剑割下仇人的头颅。
第三类复仇形式是幻想型复仇。这类复仇多是爱害者在邪恶面前束手无策，但如果就此隐忍下

去，读者的心里也会憋着一口窝囊气。于是作者极力发挥想像，让生前无法报的仇死了报，阳世报不

了的仇，到阴曹地府去报。如《博兴女》中孤弱的民女，《窦氏》中纯情无瑕的窦女，《向杲》篇中的向杲，
虽然这类复仇是在想像中进行的，但毕竟也可以给人以心灵的安慰。

与《刺客列传》不同，《聊斋》中的复仇多是报私仇，或为父死，或为夫亡，或者自身惨遭凌辱，虽然看起来

不够宏大，但她们这种反暴政、反强权、反邪恶的精神同样感天动地，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倾向。
总之，蒲松龄继承了司马迁对侠客倾注最饱满的热情，对复仇者给予极大的崇敬和讴歌，以此而

论，他们的创作精神是一以贯之的。但《史记》作为史传文学，其叙事的立场是宏大的；而《聊斋志异》
作为志怪小说，蒲松龄取材的渠道多为“野叟曝言”，其视野是微观的，虽然看起来不够宏大，但作品中

的主人公反暴政、反强权、反邪恶的精神同样感天地、泣鬼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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